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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目的是盘活利用宅基地和住宅，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在宅基地改革试点推进中，已形成包括宅基地有偿使用、宅基地换置、宅基地使用权抵押和宅基地资格权退出等成功实践，但仍面临着宅基地三权分置中所有权主体虚位、使用权权能不完整和资格权立法缺失等法律困境，同时现有法律制度限制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范围，宅基地流转的配套措施也明显不足。因此，一方面要推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立法，即强化宅基地集体所有权、完善资格权立法和充实使用权权能；另一方面也要有限制地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范围并构建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以推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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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edicaments and Solution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Transfer under the Policy of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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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of the policy of separation of thre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ights is to revitalize the 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housing, and promote rur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the pilot project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eform, successful practices have been formed, including paid 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ural residential land replacement, mortgage of use right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exit of qualification right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however there still confronted some legal predicaments, such as the nullity of ownership subject, the incompleteness of use right and the lack of qualification legislation, at the same time, the current legal system restricts the transfer range of use right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the supporting measures of transfer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re also obviously insufficient. Therefore, on the one hand, we should promote the legislation of the policy of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strengthen the collective ownership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improve the legislation of qualification right and complete the functions of use right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On the other hand, we should restrict the transfer range of use right of the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construct a unified urban and rural social security system, to promote the reform of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rights of rural residential land and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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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三权分置”政策下宅基地流转的背景、沿革及其内涵
1.1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背景
宅基地制度是中国特色土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制度在维护农村土地所有制和保障农民基本居住权益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农村宅基地制度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其特征是无偿取得、一户一宅、面积法定、限制转让[1]。这一制度在保障农民户有所居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安定的基石。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进城务工、落户的农村人口逐渐增多，加之新农村建设等原因导致部分宅基地和住宅闲置，而一些没有宅基地或者需要宅基地和住宅进行生产生活的农户则很难通过流转取得宅基地和住宅。究其根源，在于宅基地立法的滞后性，即目前缺乏完整的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规则，而现行立法规范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这加剧了农村宅基地和住宅的浪费，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宅基地供需矛盾的化解迫切需要国家在政策和法律层面修订完善交易规则，这对促进宅基地和住宅的合理配置，保障国家基本立法政策的有效实施，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有重大意义。
1.2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改革探索分析
农村宅基地闲置问题推动了宅基地改革，针对如何盘活利用宅基地和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这一问题，全国上下进行了广泛的实践探索。根据宅基地改革政策的内容和特征，本文将改革开放以来的我国宅基地改革分为三个阶段。
1.2.1 第一阶段：宅基地粗放管理时期（1978—2013年）
这一阶段宅基地改革的主要内容是确立宅基地用益物权及其社会保障功能。其中，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1984年农村工作的通知》首次提出土地使用权的概念；2007年制定的《物权法》首次提出宅基地使用权并将其作为用益物权予以确立；2008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严格宅基地管理，依法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可以发现，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宅基地制度开始逐步确立并完善，这也反映了中央对于农村宅基地问题的重视，但这一阶段的相关政策与法律的目的在于保护耕地，并没有解决宅基地流转问题。
1.2.2 第二阶段：宅基地改革试点时期（2013—2019年）
这一阶段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探索宅基地的财产功能，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包括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三十三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和《关于积极稳妥开展农村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宅盘活利用工作的通知》。较之于上一阶段的宅基地政策，这一阶段的政策强调宅基地和住宅的财产功能，提出了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和使用权三权分置的制度设计，并以盘活利用宅基地为目标。
1.2.3 第三阶段：宅基地三权分置深化改革时期（2020年以来）
这一阶段我国宅基地改革取得了丰富的成果和经验，宅基地改革的参与主体和流转方式更加多元化。2020年中央1号文件要求进一步深化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农业农村部围绕这一政策探索了宅基地制度的完善路径。这一阶段的特征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体系化与流转方式的多样化，同时中央对宅基地改革中的参与主体逐渐放宽，也不断丰富着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方式。
总之，从中央提出的完善宅基地制度到改革完善宅基地制度，再到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政策对于宅基地流转逐渐放宽并予以规范化，反映出了中央对农村宅基地制度的功能定位逐渐由居住保障过渡到居住保障和发展保障，农民财产权益的制度保障逐渐完善。宅基地制度改革本就是宅基地上居住保障与财产价值的再平衡，截至目前，这一重大实践仍然没有在立法上得到普遍回应，导致实践中面临诸多困扰。
1.3 “三权分置”政策下宅基地流转的内涵
宅基地三权分置是指宅基地所有权、资格权、使用权“三权分置”，其内涵是落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保障农户宅基地资格权和房屋财产权，适度放活宅基地和农民房屋使用权
。因此，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核心是放活宅基地的使用权，而放活宅基地使用权的核心在于完善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
三权分置政策下的宅基地流转，是指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其中，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决定》允许在天津市蓟县等59个试点区域暂时调整实施关于集体所有宅基地使用权不得抵押的规定；2019年修订的《土地管理法》第62条间接肯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出租和赠与。由此，中央政策关于宅基地流转方式包括转让、抵押、出租和赠与等，而宅基地改革试点地区采取了包括转让、互换、出租、赠与、抵押等方式。因此，本文论述的三权分置政策下宅基地流转是指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互换、出租、赠与和抵押。
2 “三权分置”政策下农村宅基地流转的现实困境
目前，宅基地流转已无禁止性限制，不再是能否流转的问题，而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背景下如何流转、怎样落实三权分置政策和如何保护农民财产权益的问题。从宅基地改革试点来看，三权分置政策下的宅基地流转面临诸多困境，其主要表现为三权分置的立法缺失、宅基地的流转范围有限和宅基地流转配套制度缺失等问题。
2.1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立法不足
2.1.1 宅基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及权能不清
宅基地所有权不同于私权中的所有权，它既具有私权的属性，也具有社会属性。我国《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明确了宅基地所有权的主体为农民集体，《民法典》第262条赋予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委员会依法代表集体行使所有权的资格。这些法律法规虽明确了宅基地所有权的主体，但缺乏有关宅基地所有权实现方式的规范，因而导致了宅基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致使宅基地非法流转问题突出。 
宅基地所有权在法律性质上是集体成员直接享有的所有权，是多数人共同所有，这种集体共有的性质也决定了不存在集体成员应有分割请求，而是依赖于农民集体对宅基地的占有、使用和收益等方式[2]。因此，宅基地所有权权能主要体现于农村集体对于宅基地的管理，即监督、收回、收益和处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使宅基地所有权权能受到限制，特别是在实现宅基地及住宅财产权的过程中，这种具备双重性质的宅基地所有权造成了宅基地所有权主体的虚位。同时，这种集体所有的目的在于实现集体成员的经济利益和社会保障利益，而相关立法中关于宅基地所有权中收益权能的规定不足，不利于宅基地及住宅的经济功能和社会保障功能的实现。
2.1.2 宅基地资格权的立法缺失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实现，其核心在于解决“农户资格权是什么”的问题，正如原国土资源部部长姜大明指出，“各地在改革试点中要认真开展宅基地三权分置特别是农户资格权的法理研究，探索宅基地三权分置的具体实现形式”。
目前，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试点经验日趋成熟，而关于宅基地资格权的立法仍然处于空白状态。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立法的滞后性，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受资格权理论争议的影响：由于我国现行法律制度中并没有“农户资格权”的表达，而关于资格权的性质，又有“成员权说”和“宅基地使用权说”两种不同的认识，前者认为宅基地资格权是一项兼具人身权和财产权的综合性权利，是一种成员权[3]；后者认为“宅基地资格权仅代表农户请求分配宅基地的权利，并不一定实际获得宅基地使用权，只是一种分配资格而已，并不是实体财产权利” [4]。另一方面，根据宅基地三权分置的政策意蕴，宅基地资格权是从宅基地使用权中分离出来的，是集体成员在宅基地分配中的一种资格，其内容是剥离原宅基地使用权中财产权部分后的剩余权利，旨在体现农户身份权利和保障剩余财产权利，主要表现为农户资格的取得权和退出权，其权能包括申请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宅基地管理权和宅基地收益权[5]。宅基地资格权的立法空白，不仅使宅基地确权登记存在困难，也制约了宅基地使用权的分离和流转。
2.1.3 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不完整
宅基地三权分置中的使用权是剥离了保障功能和身份属性的用益物权，其权能包括占有权、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等内容[6]。目前，我国《民法典》和《土地管理法》并没有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我国《民法典》将宅基地使用权定位为用益物权，第323条规定“用益物权人对他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即用益物权的完整权能包括占用、使用和收益，但第362条规定“宅基地使用权人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利，有权依法利用该土地建造住宅及其附属设施。”由此可见，我国立法赋予农户对于宅基地的使用权仅享有占有和使用的权能，而同样是建设用地的城镇商品房土地使用权中的用益物权却具有收益的权能，农村宅基地收益和处分权能的缺失，不仅与客观实际不符，也违背了立法的公平价值[7]。
从宅基地改革的实践来看，目前在宅基地使用权抵押、流转和继承等方面的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这些做法尚未得到立法的认可和确定，法律并没有赋予宅基地使用权出租、转让和抵押的权能。由于流转对象的合法权益缺乏法制层面的保障，导致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效率不高，影响了宅基地和住宅财产价值的实现。当然，这也源于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分割体系下宅基地制度的功能被局限于保障农户的居住和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同时受原有宅基地制度的制约和物权法律制度“房地一体主义”处分原则的影响，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及地上不动产的财产价值难以实现。随着农村社会经济水平的提高，传统“两权分离”的宅基地制度与农户的住宅所有权实现产生了冲突，这也是推动宅基地使用权进一步分离和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现实原因。[8]
2.2 现行法律规范制约了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范围
“两权分离”的宅基地政策为保障农民的基本居住权益和维护社会稳定而禁止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民进城务工和落户，大量的宅基地和住宅被闲置，而需要宅基地从事生产生活的农户很难利用这些资源。在宅基地资源有限的情形下，宅基地的合理配置就尤为必要。然而，现行的土地法律制度淡化了宅基地及住宅的财产价值，导致宅基地使用权流转不畅，制约了农村社会的发展。
从现行的法规政策来看，宅基地使用权流转范围仅限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之间。其中，2007年发布的《关于严格执行有关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法律和政策的通知》强调“农村住宅用地只能分配给本村村民”，而2015年以来的宅基地改革试点也只是“允许进城落户农民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转让宅基地”。从近年来宅基地改革实践来看，湖南省浏阳市允许街道辖区和园区规划建设范围外的宅基地面向全市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让；浙江省德清县等地结合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允许农户将一定年限的宅基地和房屋使用权进行流转，宅基地有条件转让主要发生在旅游风景区周边等具有良好生态环境的地区[9]。不难发现，宅基地试点改革突破了现行的宅基地法律制度，而这些成功的改革经验也说明了现行的宅基地制度已不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需求甚至制约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
2.3 宅基地立法与其他法律规范的衔接不足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是以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这也决定了宅基地改革是一项系统性工作。系统性的宅基地改革也需要法律制度的体系化，因此，宅基地三权分置不是简单的权利拆分，也不是粗略地对宅基地使用权扩权赋能[10]。就目前涉及宅基地制度的法律而言，我国《民法典》第362～365条四个条款粗略地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的内容、法律适用、变更与注销登记，以及宅基地灭失后的重新分配，其中第363条将宅基地使用权法律适用指向土地管理法律和国家有关制度，而《土地管理法》也是简单地规定了宅基地的所有权制度和宅基地退出后不予审批等内容。由此可见，涉及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的法律法规之间衔接不足，且存在立法漏洞。同时，宅基地改革实践也包括物权、合同、继承等民事法律行为，即宅基地改革涉及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合同编、继承编和侵权责任编的具体制度，而目前的《民法典》合同编、继承编并未确立与宅基地流转相对应的制度设计。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需要宅基地立法与其他法律规范之间的协调和配合，而目前这些涉及宅基地制度的法律之间的衔接不足、协调性有待提升。
2.4 宅基地流转的社会保障有待完善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是规范宅基地和住宅流转的行为，需要社会保障体系的配合。宅基地制度的目的是保障农民的居住和生活权益，在宅基地流转中保障农户的合法权益也符合现实需要。宅基地流转中的农户权益保障，不仅包括宅基地流转中农户权益的保障，也包括退出宅基地农户权益的保障。以宅基地退出为例，农村集体组织需要向退出宅基地的成员支付一定的费用或者提供一定的社会服务，还要为这些成员提供必要的社会保障。同时，本集体成员与社会主体的合作开发活动也加大了农户的经营风险，这也需要建立相应配套的体系予以保障。
我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城乡二元分化下的宅基地制度被赋予了更多的社会保障职能，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中容易使农户失去宅基地这一生活和生产资料，而失去宅基地的农户的社会保障不足。宅基地改革中农户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也制约了宅基地改革进程和社会的和谐稳定。
3 “三权分置”政策下宅基地流转的法律制度建构
三权分置政策下宅基地流转的困境，主要表现为现行法律制度与宅基地改革实践的冲突，其根源在于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立法的不足。经过多年的宅基地试点改革，不论是政策层面还是实践层面的经验均有待以立法形式予以确认，形成规范化、常态化的法律制度，即确立宅基地三权分置法律制度。因此，有必要进一步完善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立法设计，逐渐有限度地放宽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范围，同时完善宅基地改革的配套保障设施。
3.1 完善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立法
3.1.1 充实宅基地集体所有权权能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首要内涵是强化宅基地所有权，强化宅基地所有权不仅是宅基地改革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也是提升农村治理水平的内在要求。因此，有必要明确宅基地所有权的权能，加强对宅基地流转行为的管理。
第一，强化宅基地所有权权能。宅基地所有权权能不同于民法中的私权所有权权能，而是主要体现为作为所有权主体的农村集体对于宅基地的管理，具体包括监督权、收益权和收回权[11]。宅基地所有权权能不清，直接导致宅基地闲置和非法流转问题比较突出。因此，应当明确宅基地所有权主体的管理权能，具体包括收益权、处分权和管理权，进而确立农村集体对宅基地流转行为的管理与监督规则。
第二，确立宅基地有偿使用制度。这一制度主要表现为农村集体对超出标准面积占用宅基地行为的收费制度。对于超出标准范围占用宅基地的农户进行收费，是宅基地所有权权能的体现，客观上有利于提升宅基地的利用效率。从实践来看，湖北省宜城市根据宅基地使用对象的身份及宅基地利用状况，对超占部分按照时段、面积、区域等标准收取有偿使用费；云南省大理市按使用面积对利用宅基地上住房从事经营活动者收取土地收益金。对于实践中的这些有效经验，有必要通过立法予以认可并使之上升到法律制度层面。
 第三，建立宅基地收回制度。宅基地收回包括收回闲置的宅基地和非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非法占有宅基地的情形。从改革实践来看，前者给予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一定的补偿费用，后者采取了无偿收回的原则。在农村集体建设用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宅基地收回制度有利于增加农村集体宅基地的存量，优化宅基地资源的有效配置。
3.1.2 完善宅基地资格权立法
宅基地资格权是从宅基地使用权中分离出的一项成员权，其目的在于使宅基地使用权可以流转的前提下实现宅基地对于农民的居住保障功能[12]。也正是资格权的创设，宅基地使用权才纯化为用益物权并得以流转，因此需要通过立法确认和保护这一权利创造。
第一，明确取得宅基地资格的条件和机制。明确资格权的取得条件，一方面有利于划定宅基地使用权的范围，识别宅基地占有的合法性与否，另一方面也有利于促进宅基地流转、强化宅基地管理。我国《土地管理法》第62条规定“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这也说明了资格权的主体是农村村民，即属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农户。不论现行的法律还是土地政策，农户占有和使用的宅基地被赋予较强的福利性质，如宅基地取得的无偿性和使用的永久性。然而，实践中不少退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仍然占有和使用宅基地，随着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推进，其是否享有资格权以及能否继承资格权等问题都需要法律制度予以明确。同时，也要完善资格权取得机制，资格权这一权利设计旨在允许农户请求无偿使用宅基地的资格，其根本目的在于保障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居住权益，其特征是专属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具有身份性。我国《土地管理法》只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的申请取得方式，但实践中资格权取得方式不一，因此在三权分置政策下也应当明确宅基地的申请取得方式，保障农村集体成员的合法权益。
第二，明确宅基地资格权权能。宅基地资格权的权能是指宅基地资格权的实现方式，其应包括占有、收益和处分三项权能。其中，占有表现为保持分配地位的权利和转让宅基地的到期回收权；收益表现为征收补偿获取权和有偿退出权；处分表现为符合宅基地申请资格的集体成员自愿放弃申请宅基地和将宅基地退还给农民集体的权利[13]。然而，这些权能都没有得到立法的确认。随着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深化，宅基地资格权成了宅基地“三权”中唯一具有身份权的权利，也是宅基地保障功能的重要载体。因此，有必要明确宅基地资格权的占有、收益和处分三项权能。
第三，完善宅基地资格权登记制度。宅基地确权登记是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宅基地的内容和方式，也是规范宅基地流转的前提条件。其中，《国土资源部关于进一步加快宅基地和集体建设用地确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农民进城落户后，其原合法取得的宅基地使用权应予以确权登记。”目前，我国《民法典》第365条明确了宅基地使用权的变更和注销登记制度，随着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推进，有必要通过法律形式确立宅基地资格权登记制度，加强对宅基地流转行为的管理，维护交易秩序与交易安全。
第四，完善宅基地资格权的退出机制。资格权退出机制的缺失也是导致农村宅基地闲置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一问题主要表现为农户退出宅基地缺乏补偿或者补偿不充分。在宅基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农户退出的宅基地成了流转宅基地的重要来源，而目前宅基地流转市场化程度不高，建立农村集体回收宅基地的制度尤为必要。从改革试点来看，江西省余江区、安徽省金寨县对退出宅基地或放弃住宅进城购房的农户实行购房补贴；宁夏回族自治区平罗县探索建立农村老年人“以地养老”模式，允许农村老人自愿将宅基地、房屋和承包经营权退回集体，置换养老服务[14]。不难发现，资格权的退出机制符合我国宅基地政策的制度意蕴，也有助于实现农户和农村集体的双赢，因而有必要建立宅基地资格权的自愿有偿退出机制。
3.1.3 充实宅基地使用权权能
第一，明确宅基地使用权的收益和处分权能。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其核心是扩大和完善宅基地使用权的权能，实现宅基地和住宅的经济价值，增加农户的收入[15]。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中的使用权权能包括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能。目前，我国《民法典》第362条规定了宅基地使用权人的占有和使用两项权能，而《土地管理法》第2条明确了“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但缺乏关于宅基地使用权的收益和处分规则，因而有必要确定宅基地使用权的收益和处分两项基本权能，促进宅基地使用权的市场化流转。
第二，明确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方式。根据《土地管理法》第62条，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方式有转让、出租和赠与三种，而三权分置改革试点中的流转方式包括转让、互换、出租、赠与、抵押和入股六种。鉴于我国《民法典》第339条和第342条已经认可土地承包经营权人采取出租、入股、抵押或者其他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而宅基地三权分置又是沿袭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三权分置的经验，同时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与实践形成了转让、互换、出租、赠与、抵押和入股等宅基地的流转方式，因而，立法确认这些宅基地流转方式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
第三，设立宅基地法定租赁权和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制度。由于宅基地使用权具有不可直接转移性，宅基地流转中对受让人的保障不足，因此有必要创设宅基地法定租赁权制度，当农户的住宅所有权因买卖、赠与、继承、遗赠、抵押等处置情形而发生转移时, 受让人对其宅基地和住宅享有法定租赁权, 由受让人支付租金, 以此克服宅基地使用权无法对外转让的障碍[16]。当然，法定租赁权主要适用于生活居住的范围，对于商业经营等活动范围，有必要设立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类似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17]。
3.2 扩大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范围
从宅基地改革政策来看，《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规定“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农业农村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通知》也指出“宅基地是农村村民的基本居住保障，严禁城镇居民到农村购买宅基地”。因此，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被限定在农村集体内部进行，且受让人必须是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村民。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部分农户并不愿意购买宅基地或者购买宅基地的需求不高，在这种情况下，盘活闲置宅基地和住宅的目标也显得有些不切实际。
从宅基地改革实践来看，部分地区尝试放开宅基地流转范围的限制，其中四川省泸县采取“共建共享”模式，即农户与投资者合作开发民宿、商业、旅游、健康养老等产业，允许社会主体在一定期限内取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湖南省浏阳市允许街道辖区和园区规划建设范围外的宅基地，面向全市符合宅基地申请条件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转让；浙江省德清县允许农户将一定年限的宅基地进行流转，即有条件转让给城市居民，这类流转主要发生在旅游风景区周边等具有良好生态环境的地区。由此可见，改革中宅基地的流转主要是附期限地在一定地域范围内向特定的对象流转，这也是宅基地政策对于地上住宅财产权和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的平衡。在宅基地立法中，将宅基地的流转对象限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范围已不再合理，逐步扩大宅基地转让范围，允许宅基地连同农民住房所有权在一定区域内集体成员之间转让，是宅基地制度改革的必然选择。因此，有必要通过立法从流转对象、流转期限等角度对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范围予以放宽[9]。
3.3 加强宅基地立法与其他法律法规的衔接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的目标在于提高农村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增加农民收入，要求宅基地制度改革要处理好宅基地“三权”之间的法律关系，也要求宅基地立法的专门性与协调性。前者要求进行专门的宅基地立法，这也与宅基地法律制度的复杂性有关，后者要求与宅基地制度相关的法律之间相互协调和配套，即不仅要完善我国《土地管理法》有关宅基地制度的规定，还要完善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合同编和继承编中有关宅基地的物权制度、债权制度以及继承制度。
3.4 构建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
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源于城乡二元结构下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的固化，而过于强调宅基地居住保障功能的根源在于城乡差距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缺失，所以宅基地改革的成功依赖于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健全，或者说依赖于城乡一体化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健全。宅基地改革中退出宅基地的成员的社会权益需要城镇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宅基地改革中农户的居住权益也需要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随着城乡二元格局逐渐打破，建立统一的城乡社会保障体系势在必行，具体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扩大城镇社会保障范围。目前，城镇住房保障体系只面向城镇低收入居民开放，大多数农村转移人口不能享受，他们大多在城中村或城郊村租住或购置小产权房[18]。缺乏保障的进城农民不愿也不敢退出宅基地居住权益的保障，这也是宅基地闲置的主要成因之一。同时，这种区别对待的城乡二元社会保障体系不仅不符合社会公平理念，也制约了城市化进程。因而，有必要允许在城镇就业、收入水平较低的农村户籍人口享受城镇住房保障。
第二，构建完善的宅基地资金筹集制度。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离不开充足的财力支撑，特别是宅基地退出机制中的补偿问题。从改革实践来看，部分东部地区采取的是支付购房补贴的方式，而部分西部地区采取了以退出宅基地换取养老服务的方式。不同的补偿方式也折射出宅基地试点改革中的地区差异，而对于社会经济落后、资金筹集艰难的边远地区，政府部门也有必要给予包括统筹安排相关资金等财政支持。
4 结论
农村宅基地使用权的供需矛盾和农村的发展需求催生了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制度功能在于通过提高闲置宅基地与住宅的使用效率，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不是单纯地对宅基地使用权扩权赋能，也不是简单的权利拆分，而是系统性的权利建构。因此，在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立法中应当坚持系统论的方法，不仅要协调处理好三种权利的关系及其内容，也要实现宅基地立法与其他法律规范的互动与协调。当然，宅基地改革的系统性也要求宅基地立法有限制地放宽宅基地使用权的流转范围，同时构建统一的社会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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